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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历史的原因，德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由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部分组成。他们的研究先后起步于本世纪五六

十年代。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尚有不同程度的距离。其研究尚侧重于在某些专题上，如孙中山和辛亥革

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抗日战争、当代中国和中德关系等方面。 

1 研究的历史回顾和考察 

    由于历史的原因，德国研究中国革命史的队伍和研究成果由原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部分组成。 

    原民主德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1954年，中国政府将前德国驻中国使团的一批档案转交给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推

动了民主德国的中国革命史和中德关系史的研究。1956年，鸿堡大学的赫尔穆特·施托克撰写的论文《19世纪的德国和中国。德国资本主

义的入侵》，成为民主德国史学界研究中德关系的开端。之后，鸿堡大学的学者们陆续发表了一些中国革命史研究的论著，重点集中在20
世纪德国对华侵略和对华政策、中德关系以及两国民间友好往来等方面。 

    80年代中期以后，民主德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进入发展阶段。鸿堡大学仍一马当先，集中全国的中国问题研究骨干，成立了中国问题专

家小组，分别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出了一批成果。汉·克·施利希勒和阿道夫·沃尔夫拉姆的研究成果都有相

当的理论水平和史料价值。鸿堡大学亚洲学院教授、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中国问题专家罗·费路教授是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成绩卓著者，

著述甚多，偏重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研究，也翻译了些李大钊的文章。此外，随着民主德国对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深入和加强，史学界曾着

手以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等若干问题为重点研究课题，出版系列专著。 

    原联邦德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特别是70年代初，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以来，在东方学研究的带动下，中国近

现代史的研究进展较快。研究人员从机构上隶属于两套系统，即由政府主办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研究所。 

    由政府主办的研究机构主要有科隆的联邦东方与国际研究所和汉堡的亚洲事务研究所。这两个所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最新资料。亚洲事务研究所还出版《当代中国》杂志，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的各种问题进行评论。以大陆问题为主，也

报导台湾、香港、澳门方面的情况，并附有有价值的资料简讯，如中共领导层和中国政府的活动及人事变动情况的资料等，还出版系列专

题丛书。这两个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是其收集到的中国官方出版的资料、期刊和报纸等。 

    在联邦德国的一些大学里设立了汉学、东方学和中国或东亚研究机构，有的开设了中国革命史课程。其中声望最高的是萨尔大学的中共

研究中心，该中心是萨尔大学中国和东亚政治研究所的一部分，创立者是杜勉（J·多梅斯）。 这个中心侧重于运用政治学方法研究近现

代中国问题。杜勉的研究重点是1949年以来中共和中国政府高层机构及人物。此外，柏林自由大学奥托舒尔研究所和慕尼黑大学的格施维

斯特—朔尔研究所也是研究近代中国政治问题的机构。W·迈斯内尔博士对30 年代的中国哲学与政治已有论著。与上述机构不同，柏林、

波鸿、埃朗根、费赖堡和海德尔堡的东方与汉学研究所的研究侧重于用哲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思想史，从意识形态和法律的角度研究中国共

产党，而较少研究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开设中国近代史的学校有柏林自由大学、波鸿大学、慕尼黑大学、波恩大学等。 

    在联邦德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虽然发展较快，但由于缺少资金和资料，尤其是中共党史资料有限，中国革命史、中共

党史的研究仍局限在少数人之中，出版的研究成果也由于语言问题而不能有广泛的读者。根据阿克赛·施奈德1990年夏季以前对德国各汉

学研究所和其他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的机构进行的调查显示，上述问题障碍着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发展，并期待能有所改善

（注：阿克赛·施奈德：《联邦德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原文刊于美国《中共研究通讯》，1990年夏—秋号。）。 

    关于中国革命史研究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也分两部分介绍。 

    在原民主德国，有关中国的档案收藏于国家档案馆（中央档案馆）及其他分馆里。其中1954年中国政府移交给民主德国的19世纪末至20

世纪40年代德国驻华公使馆、大使馆档案资料，占相当的数量。原民主德国国家档案馆位于波茨坦，现馆藏档案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留在民主德国的德国中央政府机构的档案为主，如德意志帝国国会档案、内阁总理的档案、外务部档案的一部分、各部及国务秘书处档

案、德国驻各国使馆档案等，以及全国性组织的档案和个人档案。其中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是“德国驻外国领事馆、大使馆”档案中的

“德国驻华大使馆”的两个全宗，共计4 400余卷，第一个全宗为1871年前的文件， 第二个全宗为1871～1945年的文件。虽有部分损失，



仍较完整。其中关于胶澳问题的文件（直接关系到胶州租界与山东“势力范围”问题的档案）分别藏于海军类（胶州租界；胶州的海关、

商务、海运等情况；德华丝绸工业公司；青岛船厂；青岛教育事业等）、矿务类、交通通讯类、水灾治河类中。这些文件中有德使与德外

务部和内阁的电报往来；德使与胶澳行政机构、德海军部及与山东巡抚的部分电报及书信往来，突出反映了20世纪初德国推行扩大在胶州

租界地权益的殖民政策阴谋；德国在胶州及山东等地从中国矿山、铁路、海关、海港进出口贸易等多方面加强经济侵略的情况；德国政府

以在华办高级学堂障人耳目，给其殖民侵略穿上为中国文化发展作贡献外衣的情况；以及德国驻华机构是如何与袁世凯反动政府相互勾

结，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情况。尤其是1911～1913年的德国外交档案较集中反映了德国参与、干涉中国革命的问题，如从德驻上海总领事

冯·布里1911年11月和12月初与南方政府的伍廷芳就在中国是建立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的几次谈话看出，德国政府是如何为了自身在华利益

而支持袁世凯的。从1912年孙中山与德驻上海领事馆翻译舒尔策和记者埃·冯·萨尔茨蔓的谈话记录中知道孙中山曾提出希望德国政府支持

共和国，而德国可以获得特殊参与权及外贸优先地位。其他的还有关于四川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爆发问题上德国所起作用的资料。（注：

汉·克·施利希勒：《民主德国档案馆藏中德关系史的部分档案》。见：《历史档案》，1988年，第2期，第121～126页。） 

    原民主德国国家档案馆梅泽堡分馆是原普鲁士秘密国家档案的收藏地。其中普鲁士王国政府的档案被称为“秘密档案”。由于不少德意

志帝国中央政府机构的领导又兼普鲁士王国政府类似的职务，如内阁总理、外务部国务秘书等，因此这部分档案也反映了中央政府的方针

政策。其中商务实业部档案的“对外贸易”类中“关于处于中国胶州湾的德国保护区的文件”（租界地）就有两卷600多条， 其小部分是

胶澳租界行政机构与商务实业部的往来文件，另外大部分是反映德国资本家在胶澳租界地及山东“势力范围”扩大资本输出侵略活动情况

的文件。 

    原联邦德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机构收藏的资料多是以各研究所的小型图书馆所藏的、与本所课题相关的、有价值的资料发展而来，近年

又有所扩展。如海德堡的汉学研究所图书馆收集有多种中国报刊。民主革命时期的有《共产党人》，解放后的有《解放军报》《南方日

报》《前线》等。萨尔大学中国和东亚政治研究所除一般刊物外，还有“陈诚档案”缩微胶片，1946年以来地方广播综合性资料和台湾出

版的有关中共的书刊。柏林的普鲁士国立图书馆东亚部、鲁尔大学东亚研究部和柏林大学东亚研究班的图书馆也藏有丰富的资料。 

    1992年，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达成协议，联合编辑出版四卷有关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档案文件集。第1卷收205份， 其中200份是反映1920～1925年间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中共建党、改

组国民党、建立国民革命军、开展国民革命运动等项活动中所起的作用的文件；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契切林、加拉罕、越飞、魏经

斯基、鲍罗廷以及孙中山的一些无人知晓的文件；首次公布于世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执

委会主席团、执委会东方部等组织机构的会议记录。全书769页，于1994 年底用德俄两种文字同时出版发行。第2卷收录1926～1927年间

的文件，第3 、 4 卷收1928年至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文件，这几卷也在陆续出版之中。 

    H·马丁以他在70年代主持翻译的毛泽东著作为基础， 将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著作翻译编辑出版。据阿克赛·施奈德介绍，这部译著包

括中文原稿、年表和索引，“是一部有关中共的最有价值的德文资料汇集”。 

    可以参阅的资料和工具书类有：《1871～1914年西欧各国内阁的重大政策。外交部外交文件汇编》（1922～1927年，柏林）；《波茨坦

德国中央档案馆藏档案概述》（1975年，柏林）；《波茨坦中央国家档案馆藏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历史原始资料》（1984年，波茨坦）；

《秘密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1934～1935年编，梅泽堡）；《波茨坦德国中央档案馆馆藏有关中国及德中关系史的原始档案资料》

（注：黑·乐慈克著。见：《档案通讯》（柏林），1956年，第6期。）； 亲历并目睹南京大屠杀的约翰·拉贝的《拉贝日记》（原书稿名

《敌机轰炸南京》，中译本于1997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2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专题研究 

    关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与中国关系的研究，包括德帝国主义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

和团运动的侵略活动，德帝国主义侵占胶州湾的历史，1911～1913年辛亥革命前后德国对华政策等方面。主要的成果有：罗·费路与霍·罗

斯特克编写的《威廉二世“反匈奴之战”》一书，向广大读者介绍了瓦德西率领八国联军对中国进行侵略活动的情况；汉·克·施利希勒在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柏林，1986年第5 期）发表文章剖析德帝国主义在胶澳的殖民机构形成的情况；狄德满和李维纽斯通过对大

量的档案资料分析认为：导致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不仅是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加紧，而且，由19世纪90年代，主要在华北地区日益

迅速发展的基督教传播而引起的反教会运动，也是另一种反帝情绪增长的因素（注：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

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第336～358页、第382～402页。） 

    赫尔穆思·斯丢克尔主要从事19世纪德中关系史研究，著有《德国与中国，1861～1894》《19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他认为，从19 世纪

70年代到《马关条约》签订， 俾斯麦政府参与了所谓“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活动，其中积极起作用的人物是1875～1893年任德国驻华公

使的巴兰德。此人敦促德国政府在修订1861年中普条约时，要求中国政府开放更多的长江口岸，允许在口岸设租界、废除厘金制度等。在

此过程中，他先与英国在华势力相勾结，迫使清政府于1876年9月13 日签订了《烟台条约》，该条约满足了英、德方面除与厘金有关的较

为重要的要求。之后，又在1880年3月31 日中德续修条约时为德国谋到了开放吴淞作为登陆地的好处。但是由于俾斯麦政府不希望中德关

系严重恶化而影响德国在华的军火和重工业生意，1883年巴兰德被召回国。此后俾斯麦政府加紧了对中国金融业的渗透，通过在华开设银

行，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注：《1861～1894德国对华商业渗透》。原载摩西与肯尼迪合编：《德国在太平洋和远东，1870～1914

年》。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出版社，1997年。参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第125 ～137页。） 

    A·J·艾玛的博士论文《胶州湾的获取（1894～1898）》，利用德国外交部收存的1871～1914年间的档案文献、德国驻青岛总督与德国驻

华公使的往来信件，以及海军部的有关资料，分析巨野教案发生后，德国政府、德帝国海军部、外交部的各种动向，以及围绕这一案件

德、俄、中三国的复杂关系，进而揭露出德国利用这一事件，建立一个侵略中国的根据地的政治目的。弗赖堡大学的马丁在《1860～1862

年普鲁士东方远征队在中国》一文中，探讨了19世纪下半叶德意志帝国与中国清政府的政治和外交关系。汉·克·施利希勒在《德国殖民主

义统治中国时期的高密与胶州：20世纪初德国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重要阶段》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着重剖析德国对华殖民

政策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掠夺。西格弗里格·贝尔辛是50～60年代原民主德国著名的中德关系史专家，他发表的论著有：《中国派往柏林的

第一位使者》《黄遵宪与柏林》《柏林民报：1900年的一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文献》《1906 年5月在莱比锡拜会中国研究委员会》《1906
年在德国拜会中国考察委员会》等。 



    罗·费路曾在中国进行学术考察和工作多年，他的研究成果受到中国同行相当的重视，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他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20 周年

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报告的论文：《孙中山与德国：论德国在孙中山社会政治思想中的地位》（注：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和他的

时代》。见《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在这篇文章中，费路主要探讨了德国社会政治思想对

孙中山政治观的发展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德国在孙中山思想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并不仅仅局限于在孙中山的政治计划中可能发挥

的作用，而是扩大到政治和经济理论方面。表现在：1）孙中山对马克思的著作颇为欣赏，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有普遍意义和科学意义的原

理，是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从模糊不清的空想上升为系统的科学理论，使社会主义变为可适用于社会实践和历史的科学”。1896～1897年

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馆研究西方社会理论的过程中，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有所接触，到1903年他已将社会主义视为特别重

要的思想，并提出了“平均地权”的设想。之后，又提出了中国的革命政党能否参加社会党国际的问题。由此说明，孙中山这时已受德国

进步思想界的影响。他设想如果在中国实现了土地公有，会很少有或没有大地主，则中国就可以采取欧洲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从中世纪的

生产方式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2）孙中山对俾斯麦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很感兴趣， 受其影响而提出了“土地国有”和用和

平的方式解决贫富之间矛盾的设想。3 ）孙中山在研究分析德国经济和军事迅速发展的原因和德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产生了学习德

国的管理模式、在作战物资和教官方面争取德国帮助，以及与德国实行经济合作的想法，目的是谋求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大。但

是，他的想法却是在缺乏对德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深刻而清醒的认识，看不清其帝国主义本质情况下提出的，自然也是不能实现的。 

    R·普塔克教授任教于海德堡大学，早年曾就读于葡萄牙， 以研究中葡关系史见长。他在《西方澳门史研究》一文中，对西方学者进行

的澳门史研究情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18和19世纪西方对华侵略中，葡萄牙人扮演了消极的旁观者的角色。其原因除了国家太小外，自

17世纪中叶开始的澳门经济陷入孤立与滑坡状态也是重要因素。到17世纪后半叶，澳门与泰国、越南和东南亚的贸易，以及澳门与马尼拉

的“南海贸易”，使澳门的经济重新恢复起来。在资料方面，除了16～20世纪期间的原始资料外，由于自19世纪澳门自己的出版印刷业逐

渐发展起来，报刊也成为记载澳门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内容涉及社会、经济、传教士和教区的历史；葡萄牙人在澳门；人口和人种等。

由于葡萄牙人占据澳门时间较长，葡文的史料占相当数量。因此，对研究者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需同时懂得葡中两种文字才便于工作。

（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编：《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3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专题研究 

    在德国，对中国新民主义革命时期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民国政治；中国革命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革命家、民主主义者、共

产主义者在德国的活动情况；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德国与中国的关系等方面。费路在《孙中山与德国：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在孙中

山政治计划中的作用》一文中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孙中山希望与德国加强合作而未能实现的原因。费路认为，孙中山与俄国和与德国

合作的动机是不一样的。孙中山与苏俄合作是基于苏俄建立了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党；而希望与德国合作，其目的则在于用德国

的科学技术在最短的时间内使中国强大起来。他认为孙中山希望与德国合作未能如愿的原因主要有三：1 ）由于孙中山南方政权及其所辖

两广地区政治经济形势不稳定，许多德国大财团不愿冒风险前来合作；2）1923～1924 年间，德国国内的工人运动和主张同西方列强合作

的政治倾向影响了德国领导层的外交决策；3）德国之所以有意同中国合作， 是因为在一战中失去了许多在华优越权益而想重整旗鼓，并

不是孙中山所期望的支持和帮助中国实现独立富强。（注：肖辉英：《民主德国史学界关于中德关系史研究综述》。见：《世界史研究动

态》，1989年第8期，第9～13页。） 

    从事一战后中德关系研究的还有卡尔·梅纳，他的论文是《魏玛——广东，论中德关系1921～1924》；约瑟夫·法斯发表了《孙中山与德

国1921～1924》。 

    柏林的东亚研究所的郭恒钰侧重于研究统一战线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作用问题。W·利泊特侧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问

题。费路在研究早期中共历史人物方面也有成果，发表的论著有《中国民主主义者与革命者在柏林（1900～1924）》《中国民主主义者与

革命者在柏林（1925～1933）》。 

    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牛兰和他的夫人汪得利于1931年6 月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次年7月被押送南京，他们在狱中备受折磨， 

多次绝食抗议。虽然宋庆龄为首的上海各界名流和许多国际名人积极营救，仍于1932年8月被判处无期徒刑，直至1937 年日本占领南京前

夕才获释返回苏联。弗里德里克·S·李顿大量利用法国、德国、荷兰、 比利时、澳大利亚、瑞士、美国和共产国际的档案和文件，对事件

发生的背景、各方面对事件的反响等问题进行了评析。（注：Frederick S. Litten.The Noulen Affair.In:The China Quarterly,1994，

（June） :138） 

    关于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研究有一定的成绩。托马斯·卡朋着重研究30～40年代中共党史，特别是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问题，如关于毛泽

东在遵义会议前后政治斗争中的角色问题。他根据资料得出看法是，在此期间，王稼祥对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崛起和“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做

出了巨大贡献”。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 ）长征途中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毛进入军事领导层；2）1937～1938年在莫斯科期间， 王稼

祥和任弼时努力劝说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3 ）延安整风期间，王稼祥在组织和理论方面的贡献，是促使

中共于1945年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无可争辨的政治领袖地位。（注：Thomas 

Kampen.The Zun Yi Conference and Further Steps in Mao's Rise to Power.In:The China Quarterly,1998,（Mar.）:118～134；[英]《现代亚洲研

究》杂志，1989年第4期。） 

    李德是直接参加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为数不多的德国人之一，1932年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遣来中国，主要在中共中央军事顾问委员会工

作，到瑞金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顾问。他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以及长征途中的右倾逃

跑主义错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反映这时期李德的错误，特别是军事指挥方面错误观点的材料有：李德在红军的军事理论刊物《革命与

战争》上发表的《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敌人的山地战术》《论红军在堡垒主义下的战术》《短促突击的战例》等8篇文章。1938年至

1939 年他在延安撰写了多篇军事论文，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和《中国青年》上。此外，李德为自己和王明路线辩护的回忆录《中

国纪事（1932～1939）》（注：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内部参考书）。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0年。）出版了

德、俄、英、中几种文字的版本，内容涉及到这段时间中共及其军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研究成果有：鸿堡大学的阿道夫·沃尔夫拉姆的论文《民主德国波茨坦国家中心档案馆的德国1937～1945年驻华使

馆档案中关于中国的史料：兼论对几个问题的评价》。作者利用官方档案进行分析，认为七七事变后紧接着出现了一个阶段的平静，其原



因与日本垄断财团内部的矛盾、中国的反日斗争、南京国民党政权的战略策略等诸多因素有关。 

    1989年10月，原民主德国中央研究所所长卡尔·德累克斯勒教授到北京讲学，介绍了原民主德国史学界有关中国战场地位与作用问题的

研究情况。他指出，以往在研究太平洋战场以及其他战场时过分强调西方国家空中、海上武装力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应该看

到，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联盟中的主力和主战场之一。这个地位和作用是通过1937～1945年间中国牵制了大量日本军事力量表

现出来的。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打破了日本速决亡华的迷梦，使大批日军陷于中国的持久战之中。1939年9月，波兰战役爆发前，有60 个

日本陆军师在华作战。波兰战役爆发后，也仍有45％的兵力牵制在中国。这样，就减轻了太平洋战场盟军的压力，“特别是苏联直接从中

日战争中获得了巨大利益。” 

    德累克斯勒还强调指出，德国史学界认为，在中国各抗日武装力量中，蒋介石统帅的国民党军队是抗日的重要力量之一，但却是被迫参

战的；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尽管他们的装备落后，武器弹药不足，却“在广大农村地区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他们显然是中国

抗日的主要力量。”（注：马骏：《民主德国史学家在京讲学》。《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2期，第59～60页。）他说这是从

1944 年纳粹法西斯分析东方形势的一份文件中找出的依据。 

    王安娜（安娜利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31年起积极投身反法西斯斗争，1935年与中国共产党人王炳南在德国结婚。次年2月来

华，在中国度过了20个春秋。在30～40年代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极其艰苦的岁月里，她作为一名为正义事业不倦战斗的战士，与中

国人民同命运，共患难，在抗日大后方辛勤工作。1964年她发表了《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书中记录了她初到西安，又到延安，

后到汉口，再到重庆，最后到华北前线10年间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观感。如西安事变发生时，她和王炳南、贝特兰、史沫特莱都恰在西安。

书中不仅赞扬了贝特兰和史沫特莱为中国正义事业而战的精神，还记述了当时她与捉蒋介石的东北军军官孙铭九关于事变发生时实际情况

的谈话。关于延安的生活经历，记述颇为具体生动，充满了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邓颖超、康克清等女战士的称颂之

词。（注：原名《我曾为毛战斗——一个德国妇女所经历的中国革命》。） 

    关于解放战争的研究成果不多，应提的是杜勉的《人民革命战争的模式：共产党接管中国》。 

    还应提到，德国学者还与法国学者合写了《20世纪中国：从革命到革命（1895～1949）》（上卷）一书（1989年在巴黎出版）。这部书

最大的特点是两国学者杜勉、白吉尔、迈斯纳等共同向西方以往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一些权威性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观点发起了挑战。他们提

出的观点是：在论及1919年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开创时，不能再局限于周策纵论五四运动的著作上；论及无产阶级和工人罢工斗争时，不

能只局限在谢诺关于1919～1927年中国工人运动的论著上；在论及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起源问题时，也不应仅局限于史华慈的著作。 

    另外，有的学者专门从事中共党史和党史编纂学的研究。1993年出版了魏格林的《古为今用》一书（英文版）。作者根据自己见到的中

共中央文件、教科书、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及1980年访华时对13名在北京的中国党史工作者的访谈，分析了自1945年以来中共党史学科建立

与发展的情况，其主要观点是：1）中国的党史工作者应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在社科院、中央党校和一些重点大学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他

们既是领导，又是史学家，因此撰写的多是官方党史著作的范本，如缪楚黄、廖盖隆、李新、叶蠖生等人及其代表作。第二类多为中国人

民大学党史系毕业在各大学任教的党史教授，也有些成为了专职党史研究者。第三类是当今思想解放的青年一代教员。这三类人由于其经

历和资历不同，对党史资料掌握的程度不同，其研究成果也不同。在中国传统的侧重史或论的两部分史学工作者中，第一类人除了可以写

出有保存价值的回忆录外，更多的是为统一党内思想而写以“论”为主的著作，如1945年和1981年两个《决议》的起草者们，他们对理解

历史的“实质”比了解更多的历史细节更感兴趣。此外，第一、二类人还多利用可看到的内部文件对官方史书作进一步的释解和评析。他

们也作些“探古”为目的的研究，以对教科书起补充作用。所以史论结合，多是史为论服务。（注：对此书的评价参见：《国外中共党史

研究动态》，1995年，第1期，第23～26 页。） 

    近年来，德国史学界在加强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同时，注意加强与中国同行的学术交流。尤其是每逢有关辛亥革命和孙中山诞辰纪念日的

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上，德国史学家多与会发表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此外，德国学术界开展了对当代中国和两国关系的研究。在1987年7 月

西柏林召开的“从19世纪至今的德中关系国际会议”上，联邦德国前驻华大使斐培谊向大会作了精彩的题为《当代中德关系》的主要发

言。他以自己的驻华经历，系统地阐述了两国自1949年至今的关系，特别着重叙述了1972年两国建交到1988年16年间两国关系在政治、经

济、文化和科技方面的迅速发展情况。前联邦德国驻华大使埃尔维因·克德所著《我在中国当大使（1976～1980年）》也为德国人民了解

当代中国提供自己的看法。（注：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柏林大学的德伊娜和汉堡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马赫基也分别就两国民间友

谊与交往和中德经济关系展望发表了意见。1989年7月， 在西柏林举行的中德关系国际会议上决定由中德及英法学者合编中德关系史的总

书目。两国史学家希望随着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加强而不断拓宽研究领域，以促进中国革命史研究进一步深入而广泛地展开。 

文章出处：《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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